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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形态更替本质上是生产力从低质到高质的发展过程,生产力水平提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根本动力。 新质生产力以“新”为起点,以“质”为重点,以“生产力”为落脚点,培育新质生产力着力点在

新科技、新产业和新要素。 数据要素作为数字时代战略性生产要素,是实现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的关键。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深耕数据蓝海,培育大数据产业,释放强劲生产力效能。 探究大数据试验区依

托数据要素助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现实路径,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利用科技创新实现经济高质

量增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梳理现有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与内涵,引入数据要

素,理清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赋能新质生产力理论机制,基于 2011—2021 年全国 230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以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三维度构建城市层面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将国家级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试点政策效应,并从多维度刻画试

点政策效应异质性。 研究结果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显著赋能新质生产力提升,且这一结论在

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 维度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政策在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

三个维度均存在显著赋能;地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经济带地区政策赋能效应更为

明显;经济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拥有较高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城市政策赋能作

用突出。 机制分析表明,试点政策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赋能新质生产力。 据此提出政策建议:依
据新质生产力子维度优化试点政策驱动数据要素渠道;针对地区产业结构异质性,有的放矢推进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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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试验区改革;政策实施环节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引导和企业模范带头作用。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数据要素;科技创新;多期双重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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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继承与发展,是以科技创新

为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新形态。 从本质上讲,社会形态更替是生产力从低质到高质迭代发展的过程。
新质生产力以“新” 为起点,以“质” 为重点,以“生产力” 为落脚点,是传统生产力水平的一次跃

迁[1] 。 新质生产力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关键支撑

力量。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应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迫切要求。 对国家而

言,生产力是综合国力之根本。 西方国家经工业革命至今已在部分关键技术领域占据制高点,高筑

技术壁垒,采取多种手段对我国关键领域进行“卡脖子”阻碍发展,严重影响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率先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形成内生动力与国际竞争力的生产力

新质态,是身处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突破制约的关键一步,具有重要时代意义。
任何要素变革都会推动生产力发展,数字技术赋予生产资料数字属性,实现资源要素快捷流动

和高效匹配,推动生产力跃迁。 数字技术鼓励高科技产业发展并实现灵活商业运营形态,加快推动

产业深度转型。 企业利用数字技术降低对大规模资源依赖程度,减少对高能耗、高污染生产要素使

用,并将数据要素作为关键要素,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质的飞跃与提升。 2015 年,全国首个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在贵州正式启动。 2016 年批准第二批试点省份名单,至此全国共设立八大国家级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 试验区围绕数据要素,探究数据资源整合、管理、应用、合作与创新等方面,旨在

带动经济转型、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2020 年,贵州数字经济增速超 15%,连续六年位列全国第一。
数字时代,新质生产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契机,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动能,是不

可错过的战略机遇。 身处新发展阶段,需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内涵与着力要点,为当前我国经济动

能转换提供重要路径支持。 新质生产力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逻辑、内涵特征与实现路径三方面。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仍是一种生产力,其基本要素包含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方面[2] 。 较传

统生产力满足基础需求而言,新质生产力主要满足发展型、享受型需要[3] 。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

为引擎,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以产业结构升级为方向,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强
调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路径[4] 。 从“新”和“质”两方面分析新质生产力特征,“新”是指以关键性颠

覆性技术进行生产的生产力,“质”是指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提供强劲驱动力[5] 。 从发展模式分析,
传统生产力伴随大量自然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污染;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提倡资

源节约、绿色可持续发展[6] 。 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形成需从构建相应制度环境、培养要素市场、强
化人才支撑等途径出发[7] 。

培育新质生产力战略点在新科技、新产业和新要素,网络化与云计算技术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崛

起提供技术支撑[8] 。 一方面,互联网提供企业与政府获取市场信息的便捷途径,大数据奠定企业与

政府捕捉消费者习惯的基础保障。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交叉融合,加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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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生产力孵化[9] 。 数字时代数据经收集、整理与挖掘,释放强劲生产力效能。 作为数字时代具有战

略意义的生产要素,充分发挥数据作用是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的根本[10] 。
有关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规制研究大致分为经济赋能效应、驱动创新效应和环境优化

效应。 在经济赋能效应方面,激励性政策对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赋能[11] ,设立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等系列高水平对外开放措施有助于增加地区对外资持续吸引力[12] ,激励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型[13] 。 在驱动创新效应方面,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充分发挥政策红利,加速

知识技术跨地区流动,培育新增长极[14]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15] 。 环境优化效应方面,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试点政策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与提高机器人应用率等途径,促进城市减霾降碳[16] ,降低电力

消费与碳排放水平[17] 。
梳理现有文献,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效应机制及实证验证研究相对丰富,新质生产力内

涵特征研究仍在不断深入探索,且新质生产力定量研究方面仍有深入探讨的空间。 基于此,本文可

能的边际贡献有:第一,梳理试点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理论机制,并实证验证试点政策效应。 第二,
构建城市层面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为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提供新视角。 第三,在异质性分析中,
基于不同维度特征对试点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提升效应进行探讨,尽可能从多角度刻画政策效果。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高科技是新质生产力最突出特征[18] ,新质生产力以颠覆性技术创新为主导力量,以战略性新兴

产业为主要载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基础支撑。 具体来讲,假设原有生产函数为

Yt =AtKα
tLβ

t ,当试点政策发布后新时期 t + 1 时生产函数是 Yt+1 =At+1Kα
t+1Lβ

t+1,其中,Y 代表产出,A 代

表技术进步率,K 代表资本,L 代表劳动,则 Yt+1 / Yt 即新质生产力的增长效果[19] 。 从技术进步角度

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打破数据资源壁垒,加速试点区域内数据要素整合与利用,促进互联网技术

融合互动[20] 。 在微观层面,数据要素快速流通缓解信息不对称状况,减少技术交易中的沉没成本和

验证成本;在宏观层面,数据要素为企业提供市场前沿技术视野,帮助企业接触新兴技术。 新技术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地区形成新质生产力。 从资本角度看,试验区数据流

通与交易服务平台有助于制度环境与经济环境改善。 数字技术有机嵌入资本要素,包括工业机器

人、数字化产业链和机器设备等实体资本,外来企业投资、技术支持等非实体资本,有助于企业优化

产品研发流程[21] 、提升市场价值[22]和企业升级转型[23] 。 从劳动角度看,数据要素与劳动力深度融

合提供高质量劳动供给,实现劳动技能升级,新兴产业对数字技能型人才需求倒逼劳动者提升知

识、技能与智慧供给,深化劳动力分工,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24] 。
生产力持续进步是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特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 科技生

产力强调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推动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 重大科技突破,如蒸汽机、电力、信息技

术等,引领产业革命和经济变革,引发生产方式根本变化,推动社会生产力质的飞跃。 科技进步不

仅能提高生产效率,还能创造新产品和新服务,提高产品质量,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和经济的整体

效率。 科技生产力的提升为绿色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技术基础和创新动力,绿色生产力是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 从绿色化产业形态看,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25] 。 绿色生产力追求可持

续的、生态友好的生产力模式,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和生态旅游业等绿色产业成为新经济增长点。
绿色生产力通过内化外部性的方式,将环境成本纳入企业生产成本,促使企业主动采取环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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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减少负外部性。 作为代表性新兴技术,数字技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以数据为关

键生产要素。 数据用于优化生产流程、提升决策水平、个性化定制等手段推动生产方式智能化变

革。 传统产业受制于特定技术和业务模式,难以跨越行业边界进行合作创新,数字技术为行业融合

提供新空间。 以物联网为例,数据网络将用户端和企业端设备连接,将传感器与系统连接,实现跨

行业数据交换和协同操作,带来智能家居设备服务新市场,为经济发展开辟新商机。
发展新质生产力实际上也是摆脱传统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践行新发展理念的过程[26] 。 以数

字技术为基础的算力成为当前各国抢占的数字经济战略制高点,强大算力背后需要对各种生产要

素和生产过程进行数字化感知,收集整理转化为可计算、可分析的数据结构[27] ,数据作为主要代表

的新型劳动对象重要性与日俱增。 试验区大数据中心建设和集约化,提高数据处理和存储能力,有
助于数据处理效率提升。 数据要素一方面通过自身经济增长效应直接驱动经济增长,催生新兴产

业,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和网络直播等,扩大社会经济体量[28] ,另一方面促进技术进步间接赋能经

济。 试点政策促进创新要素孕育,提高技术创新质量,增强区域内生增长动力[29] 。 通过实施“百企

引领”“千企引进”“万企融合”等行动,探索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贵州模式”。 “十三五”
期间,贵州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年均增长 19. 3%,跃升五个位次,排名全国 19 位。 试验区有

效打破数据资源壁垒、强化基础设施统筹,打造大批大数据支撑的先进产品。 创新要素孕育和技术

创新质量的提升,有助于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促进绿色生产力和加强数字生产力,为经济可

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 据此提出假设 1。
假设 1:大数据综合实验区试点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提升。
试验区内聚焦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促进互联网与产业创新融合[30] ,加快赋能新

型工业化,优化传统产业“高污染、高能耗”发展路径,新模式新业态为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 现代

化产业体系中实体经济具有强技术外溢性和广产业关联性特征,是科技创新领域的主战场[31] 。 以

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路径[26] 。 与此同时,
数字人力资源储备是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企业终端汇集的大量数据要素依赖人力资

源进行管理。 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培育新型数字人才是深耕科技创新这一新质生产力的关键[32] 。
企业数字人才具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和潜能等非量化因素,为企业进行持续竞争和获取超额绩效

提供支撑,是企业数字化经营的重要资源。 另一方面,企业利用数据要素实现的新型生产方式、业
态和模式派生出数字化需求岗位,增大了对知识密集型人才的需求[33] 。 数字人才使用数据要素资

源探索企业发展目标,释放试点政策红利,赋能新质生产力提升。 数字经济深层发展离不开数字基

础设施支撑,以 5G 基站、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据要素载

体,充分释放数字技术的经济红利[34] 。 以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例,贵州省内通信光缆累计达

154 万公里,5G 基站建成投用 5. 3 万个,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从全国第 29 位跃居 15 位。 地区依托新

型基础设施,通过规模聚集、信息支撑和资金配置效应驱动技术创新[35] 。 作为核心技术底座,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打通数据流通循环,在降低创新资源搜索成本和摩擦成本的同时,实现创新要素供求

匹配,为高技术创新提供有力支撑,服务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 综上提出假设 2。
假设 2: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在不同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下赋能效

应存在不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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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评估试点政策对新质生产力影响的净效应。 经

典双重差分设计包含两个组群和两个时期,其中一个组群在第二期接受处理,即实验组;另一个组

群在两期内均未受处理,即控制组。 鉴于试点政策分别于 2015 与 2016 年开始施行,故采用多期双

重差分模型进行量化分析[36] ,具体模型设计如式(1)所式。
productivityit = α+β0 treat i ×post t +β1X i,c,t +μj +φt +εit (1)
其中,productivity 代表新质生产力,treat 代表试点地区虚拟变量,post 代表试点时间虚拟变量,

X 代表控制变量, μj 代表个体固定效应, φ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εit 代表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新质生产力(productivity)以科技创新为要义,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

基础,引领生产方式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 科技生产力代表科技创新成果,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

进步的重要力量;绿色生产力代表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数字生产力

代表数字经济发展,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 从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

字生产力三个角度出发[37] ,下设 13 个二级指标,采用熵值法测度地级市层面新质生产力水平。
科技生产力代表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强调以新技术、

新经济、新业态为主要内涵。 其中,科技创新收入以办公地所属城市的上市公司营业收入表示,其
中上市公司选取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 I 类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与 M 类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公司,科技创新支出和科技创新研发指标同理。 科技创新效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

额+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职工平均工资) / 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表示[38] 。
绿色生产力代表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生产方式,以环保、资源节约为核心特征,旨在通过绿

色生产力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优势。 其中,能源效率以“总吨标准煤的对数 / 实际 GDP”表示。
数字生产力强调数字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包括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物联网等。 数字

技术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利用和加速创新,引领工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发展的数字化

转型。 具体指标及含义见表 1。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准自然实验。 具体步骤如下:对于

组间虚拟变量(treat),将试点政策涵盖城市赋值为 1,否则为 0。 对于时间虚拟变量(post),将试点

政策发布当年及之后年份赋值为 1,否则为 0。 组间虚拟变量( treat)与时间虚拟变量( post)交乘项

表示试点政策发布后的地区分组。
3. 控制变量

为减少其他混淆变量可能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选取如下控制变量加入方程:经济发展水平

(gdp),地区经济水平反映地区经济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往往拥有更多资金、人才和技术等

生产要素,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产业结构(industry),产业结构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的应用和创新有密切关系,使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表

66



赵　 鹏,等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与新质生产力———基于 230 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示。 人力资本水平( human),使用职工平均工资衡量城市对新型数字人才吸引力[39] 。 教育水平

(education),以一般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的对数形式表示[40] 。 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以年末金融

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对数形式表示。 人口规模( people),人口数量的增减直接影响劳动供给、消费

市场规模以及创新能力,以城市户籍人口的对数形式表示。
表 1　 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含义 单位 属性

科技生产力

科技创新产出 城市获得的发明数量 个 +

科技创新收入 城市上市公司高新科技企业营业收入 元 +

科技创新支出 城市上市公司高新科技企业 RD 经费支出 元 +

科技创新研发 城市上市公司高新科技企业 RD 研究人员 人 +

科技创新效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 % +

绿色生产力

能源效率 能源效率 % +

绿色转化效率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

环境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 / 地区生产总值 % -

废气排放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 / 地区生产总值 % -

数字生产力

电信业务通讯 电信业务总量 万元 +

互联网普及率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户 +

数字行业发展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数 万人 +

数字就业理念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选取 2011—2021 年 230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共计 2
 

530 个研究样本,其中实验组城市 72 个,
样本数量 792,控制组城市 158 个,样本数量 1

 

738。 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各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和 EPS 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使

用 Stata
 

17 进行线性插值补齐。 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观察表 2 可知,新质生产力均值为 0. 018,标准差为 0. 035,说明样本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

较低,且最小值 0. 004,最大值 0. 693,不同城市水平差距较大。 试点虚拟变量均值 0. 172,说明总体

样本中处于实验组的数据占总体数据比重为 17. 2%。
表 2　 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roductivity 2
 

530 0. 018 0. 035 0. 004 0. 693
treat×post 2

 

530 0. 172 0. 378 0. 000 1. 000
gdp 2

 

530 16. 787 0. 920 14. 243 19. 884
industry 2

 

530 1. 051 0. 581 0. 114 5. 348
human 2

 

530 10. 977 0. 346 9. 753 12. 214
education 2

 

530 13. 258 0. 804 9. 906 16. 256
finance 2

 

530 16. 746 1. 175 13. 723 20. 598
people 2

 

530 5. 947 0. 712 2. 970 8.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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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实证验证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对地区新质生产力赋能效应。 进行基准回归之

前,方差膨胀因子检验( VIF)统计量 6. 45,小于 10,证明变量选取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 随后

Hausman 检验结果统计量 173. 06,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证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能较好修正模

型偏误。 基准回归结果汇报见表 3,列(1)为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回归结果系

数值 0. 017,通过 1%显著性检验。 列(2)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值相对减少,具体

为 0. 005,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列(3)和列(4)为依次控制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列
(4)回归结果系数值趋于稳定,具体为 0. 01,通过 1%显著性检验,证明本文假设 1 成立。 观察列

(4)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教育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人口规模均在不同程

度下显著。 其中,金融发展水平系数为-0. 011,可能的原因是城市金融行业发展虽能为新质生产力

要素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但金融行业的过度扩张也可能导致资产价格过高,引导资金流向虚拟经

济,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productivity

(1) (2) (3) (4)

treat×post 0. 017∗∗∗

(0. 004)
0. 005∗∗∗

(0. 002)
0. 009∗∗∗

(0. 002)
0. 010∗∗∗

(0. 002)

gdp 0. 013∗∗∗

(0. 004)
0. 021∗∗∗

(0. 006)
0. 020∗∗∗

(0. 006)

industry 0. 020∗∗∗

(0. 005)
0. 012∗∗∗

(0. 003)
0. 013∗∗∗

(0. 004)

human -0. 011∗∗∗

(0. 003)
0. 002

(0. 003)
0. 004

(0. 003)

education 0. 028∗∗∗

(0. 004)
0. 001

(0. 003)
0. 005∗

(0. 003)

finance -0. 006∗

(0. 003)
-0. 011∗∗∗

(0. 003)
-0. 011∗∗∗

(0. 003)

people -0. 020∗∗∗

(0. 003)
0. 050∗∗∗

(0. 013)
0. 049∗∗∗

(0. 013)

地区固定 No No Yes Yes

时间固定 No No No Yes

_cons 0. 015∗∗∗

(0. 000)
-0. 262∗∗∗

(0. 028)
-0. 501∗∗∗

(0. 072)
-0. 540∗∗∗

(0. 094)

R2 0. 034 0. 414 0. 813 0. 814

adj. R2 0. 034 0. 412 0. 794 0. 794

N 2
 

530 2
 

530 2
 

530 2
 

530

　 　 　 　 注:1. 括号内报告标准差;2. ∗、∗∗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置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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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政策实施

效应需通过平行趋势检验[41-42] ,即若

未施行试点政策,实验组和控制组结

果变量随时间变化趋势不会导致系

统性偏误[43] 。 绘制 90%置信区间下

试点政策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具体如

图 1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试点

政策前各地区结果变量未出现较大

差异,出现缓慢增加趋势。 自政策实

施当年,政策效应出现明显增加趋

势,初步说明平行趋势假设成立。 政

策实施后期效应明显提升,企业建立

数据采集系统,在实践中不断优化数据应用模式,培养数字人才支撑力,政策赋能的城市新质生产

力水平经“厚积薄发”出现明显增长态势。

图 2　 安慰剂检验

2. 安慰剂检验

准自然实验前提假设其他因素对分组

变量影响为随机分配,为验证政策冲击对

实验组城市影响具备随机性,进行安慰剂

检验。 具体原理为:在总体样本中依据试

点政策城市数量,随机逐年抽取相同数量

城市 500 次作为“伪实验组”,检验回归结

果系数是否显著。 将安慰剂检验回归结果

所得到 500 个估计系数与对应 p 值汇报在

图 2。 从图中可以发现,回归系数值落在 0
值附近且符合正态分布,基准回归结果系

数值 0. 01 位于正态分布右侧高尾位置,即
基准回归结果不是随机产生,证明试点政策有效性。

3. 敏感性分析

偏误系数可解释为误差项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即 Corr(vi,xi) 与 Corr(xi,ciβc) 的比值,使得偏

误系数的具体度量值可以衡量遗漏在误差项中的变量对政策效应的因果关系识别影响程度。 具体

而言,敏感性分析可以衡量控制变量是否尽可能控制影响政策效应的其他混淆因素,检验结果见表

4。 其中 βL
x 指在误差项与解释变量存在相关性的强度范围内,估计出的自变量对应系数的最小值,

同理 βH
x 为最大值[44] 。 可得系数估计结果对遗漏变量问题不敏感,即证明未遗漏重要影响变量。

4. 倾向得分匹配(PSM)
PSM 使用平均处理效应(ATT)反映匹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程度,即国

96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4 期　 　 　

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效应对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净影响效应。 将实验组城市与控制组城

市分别进行半径匹配和核函数匹配,结果见表 5。
表 4　 敏感性分析

统计量 p 值

βL
x 0. 003 0. 030

βH
x 0. 005 0. 003

置信区间 0. 000 0. 007

　 　 5. 排除其他政策冲击

研究期内存在其他政策可能对新质生产力孕育产生影响,从而高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

策效应。 加入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控制变量,以增加实证结果可信度。 其中宽带中国政

策旨在推进宽带网络的建设和改造,在城市地区利用光纤到户、光纤到楼等手段,实现宽带网络的

无缝覆盖;智慧城市政策旨在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 考虑到宽带网

络是大数据传输和处理的基础,智慧城市政策中的信息技术应用可能与大数据应用场景重叠,因此

需要控制该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 将宽带中国和智慧城市政策试点地区虚拟变量在政策发布后赋

值为 1,否则为 0。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可见在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

效应仍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系数值分别为 0. 011 和 0. 01。
表 5　 稳健性检验

PSM 其他政策冲击

半径匹配 核函数匹配 宽带中国 智慧城市

treat×post 0. 004∗∗∗

(0. 001)
0. 005∗∗∗

(0. 001)
0. 011∗∗∗

(0. 003)
0. 010∗∗∗

(0. 003)

宽带中国 0. 007∗∗∗

(0. 002)

智慧中国 0. 000
(0. 00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 /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_cons -0. 248∗∗∗

(0. 020)
-0. 262∗∗∗

(0. 022)
-0. 561∗∗∗

(0. 095)
-0. 551∗∗∗

(0. 096)

R2 0. 419 0. 414 0. 817 0. 814

adj. R2 0. 417 0. 412 0. 797 0. 794

N 2
 

513 2
 

530 2
 

519 2
 

519

　 　 　 　 　 　 　 　 注:1. 括号内报告标准差;2. ∗、∗∗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置信水平。 下同。

6. 合成控制双重差分(SDID)
传统双重差分法通过设置实验组与控制组进行模拟准自然实验,就政策试点时间顺序来看,可

分为单一时点和多时点双重差分,其中多时点双重差分也称交错 DID 或渐近 DID。 交错 DID 中一

个重要潜在问题是异质性处理效应识别,即同一处理政策对不同个体产生效果存在差异[45-46] 。 此

时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量存在潜在偏误,估计效应不是受处理个体的平均处理效应,而是组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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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处理效应的加权平均[47-48] 。 合成控制双重差分(SDID)通过选择个体和时间权重,确保加权时

期接近估算反事实时期,以平均个体的平均处理效应[49] 。 图 3 分别给出了双重差分法、合成控制双

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政策效应示意图,图(a)和( b)为双重差分法、图( c)和( d)为合成控制双重

差分法,图(e)和(f)为合成控制法。 可以发现不同试点时间对地区新质生产力均存在正向赋能效

果,但存在处理效应差异,且合成控制双重差分法实验组和控制组效应差距明显变小。 试点政策效

应依赖当地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水平。 2015 年贵州省贵阳市首先启动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试点,寻求将大数据与传统产业、农业和服务业相融合的路径,贵州省政策效应趋势图虽存

在上升趋势,但较控制组趋势不明显。 2016 年第二批试点地区名单发布,借助贵州省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发展经验,第二批试点地区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效应显著高于同时期控制组。

图 3　 政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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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异质性检验

1. 维度异质性

为分析试点政策对新质生产力不同维度赋能效应,从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三

种角度进行分维度回归,表 6 汇报详细检验结果。 可以发现,三个维度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系数

值分别为 0. 015、0. 01 和 0. 01,即试点政策对科技生产力赋能效应最大,对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

力赋能效应大致相同。 可能是由于试点政策引导投资,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孕育以共享经济为代

表的新型商业运营模式,通过大数据挖掘纾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企业间“信息

孤岛”问题得到有效处理。 以大数据与生产领域融合,促进设计与生产部门间智能制造与网络协同

模式发展,实现产品研发从经验导向转向数据支撑,提高创新适用度[50] 。
表 6　 维度异质性

(1) (2) (3)

科技生产力 绿色生产力 数字生产力

treat×post 0. 015∗∗∗

(0. 004)
0. 010∗∗∗

(0. 002)
0. 010∗∗∗

(0. 002)

_cons -0. 789∗∗∗

(0. 141)
-0. 495∗∗∗

(0. 094)
-0. 526∗∗∗

(0. 09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时间 /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R2 0. 786 0. 818 0. 820
adj. R2 0. 763 0. 799 0. 800

N 2
 

530 2
 

530 2
 

530

　 　 2. 地域异质性

由于中国现阶段地域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经济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以及企业对大数据技术

应用程度和接受程度存在差异,故以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分组进行地域异质性检验。 同时,长江

经济带是我国工业分布最密集区域之一,产业门类多、链条完整,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和软件与信息

技术服务业中影响力持续上升,持续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推进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提
高城市竞争力,以样本城市是否属于长江经济带分组进行异质性分析。 两种地域特征异质性视角

检验结果见表 7。
表 7　 地域特征异质性

(1) (2) (3) (4) (5)

东部 中部 西部 非长江经济带城市 长江经济带城市

treat×post 0. 016∗∗∗

(0. 005)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8∗∗∗

(0. 003)
0. 030∗∗

(0. 012)

_cons -1. 173∗∗∗

(0. 206)
-0. 116∗∗∗

(0. 028)
-0. 180∗∗∗

(0. 051)
-0. 701∗∗∗

(0. 129)
0. 111

(0. 20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 /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 829 0. 812 0. 880 0. 826 0. 801
adj. R2 0. 809 0. 789 0. 864 0. 806 0. 777

N 1
 

034 891 605 1
 

518 1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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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经济特征异质性

大数据技术应用促使传统产业通过技术革新实现数字化转型,同时催生出新兴产业。 以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技术促进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涌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转型。 人力资本

水平提升,尤其是数字化产业领域的专业人才,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优化人力资本结

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激活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手段。 数字基础设施是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物

质基础,包括数据中心、宽带网络、智能传感器等,为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和分析提供必要的硬件支

持。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变革又要求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数字基础设施

为产业结构优化和人力资本水平提供支撑。 故从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和数字基础设施三种视角出

发,进行经济特征异质性分析,具体检验结果见表 8。
表 8　 经济特征异质性

(1) (2) (3) (4) (5) (6)

低产业结构 高产业结构 低人力资本 高人力资本 低基础设施 高基础设施

treat×post 0. 000
 

2
(0. 000)

0. 025∗∗∗

(0. 008)
-0. 002∗∗

(0. 001)
0. 025∗∗∗

(0. 006)
-0. 000

 

03
(0. 000)

0. 014∗∗∗

(0. 004)

_cons -0. 013
(0. 018)

-0. 925∗∗∗

(0. 192)
-0. 629∗∗∗

(0. 158)
-0. 462∗∗∗

(0. 103)
0. 016

(0. 013)
-1. 167∗∗∗

(0. 20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 /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 872 0. 830 0. 904 0. 818 0. 781 0. 827

adj. R2 0. 847 0. 795 0. 891 0. 791 0. 749 0. 801

N 1
 

258 1
 

261 1
 

261 1
 

247 1
 

253 1
 

248

　 　 表 8 列(1)和列(2)汇报不同产业结构下的政策效应,其中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比值表示,以中位数分组进行回归。 列(1)为低产业结构分

组,回归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列(2)为高产业结构分组,回归系数 0. 025,通过 1%显著性水

平检验。 可能是因为低产业结构城市尚处在数字化转型早期阶段,尚未充分应用大数据技术,对数

字化转型需求感知不强烈,因此在政策效应方面呈现不够显著的特点。
以人力资本指标的中位数进行分组,列(3)和列(4)汇报人力资本异质性分组回归结果,其中人

力资本用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人数代表。 高人力资本组回归结果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值,具体

系数值为 0. 025。 低人力资本组回归结果为-0. 002,通过 5%显著性检验。 可能的原因是新质生产

力涉及新领域,技术含量高,地区人才储备影响试点政策落地推行效果,高人力资本组拥有高附加

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业结构,在电子信息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量子信息等前瞻性未来产业中拥

有较强适应性与科研创新能力,能够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主导作用。 大数据

技术更新迭代速度快,对劳动者技能要求较高,低人力资本地区劳动者缺乏数字技能和信息素养,
大数据技术应用和创新模式难以充分发挥赋能作用。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新质生产力重要支撑,为数据收集与应用提供基础平台。 不同地区、行业和

企业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异质性,导致数据资源积累和技术应用能力存在差异,影响大数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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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值释放,进而影响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 将电信业务总量代表城市基础设施情况,以基础设施

水平中位数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 8 列(5)和列(6)。 可以发现,高基础设施组回归结果显著为

正,系数值 0. 014,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 数据是训练模型和优化算法的关键,企业无法获得足

够数据,影响产品市场定位和产品策略调整。 低基础设施水平组政策赋能效应不足,数据储存和计

算能力不足制约创新速度和质量。

四、机制检验

新质生产力孕育与经济社会数字技术进步紧密联系,换言之,数字技术即生产力跃迁至新质生

产力的关键构成要素。 前文实证检验表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
进一步思考,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帮助企业理解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优化研发流程,提高研发

效率,为企业和研究机构提供创新平台。 这种平台提供大量消费者行为、市场趋势和竞争对手信

息,指导企业进行产品开发和创新,从而促使企业增加 R&D 经费支出。 随着企业不断增加研发支

出,推出新技术和新产品,整个产业结构随之优化升级。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经济模式转变,基
于数字平台优化商业模式,企业实现可持续韧性创新[51] ,增强企业适应外部风险能力,为地区发展

高层次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持。
为检验国家级大数据试验区试点政策拉动企业科技研发经费投入增加,进而赋能新质生产力

的作用机制,设计三重差分模型进行机制效应检验[52-53] ,具体公式如式(2)所示。
productivityit = α+β0 treat i ×post t ×Mi,t +β1X i,c,t +μj +φt +εit (2)

表 9　 机制检验

(1) (2)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0. RD 0. 013∗∗

(0. 006)

1. RD 0. 022∗∗∗

(0. 002)

treat×post 0. 010∗∗∗

(0. 002)

_cons -0. 228∗∗∗

(0. 047)
-0. 540∗∗∗

(0. 094)

控制变量 Yes Yes

时间 / 个体固定 Yes Yes

R2 0. 940 0. 814

adj. R2 0. 934 0. 794

N 2
 

530 2
 

530

其中: Mi,t 为调节变量,即科技研发( RD);其
余变量与上文含义相同。

 

表 9 汇报机制检验回归结果,其中列(1)为科

技研发机制检验结果,列(2)为基准回归结果以供

对比。 可以发现,科技研发机制作用在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试点政策地区调节效应更为明显,系数

值为 0. 022,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 未试点地

区系数值相对较小,具体为 0. 013。 可能的原因是

试点区域吸引高技能人才、高科技企业和研究机

构,形成创新聚集效应,促进知识交流和技术扩

散。 大数据技术在产业内产生网络外部性,增强

企业间连接和协同。 不仅如此,试点政策向市场

发送信号,吸引投资者关注,从而增加企业研发资

金来源,有效促进科技研发,进而赋能新质生产力

发展。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探究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是否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提升,以 2011—2021 年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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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

点政策净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提升,且
该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旧成立;第二,维度异质性表明试点政策有效促进科技生产力、绿色

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提升,且政策赋能科技生产力维度效果更为明显;第三,区域特征异质性分析

表明经济发达城市政策赋能效应显著,高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和数字基础设施城市政策效应突

出;第四,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科技研发支出对试点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提升起正向调节作用。
(二)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依据新质生产力子维度优化试点政策驱动数据要素渠道。 针对科技生产力,设计科技创

新基金,支持企业展开技术研发和转化,鼓励跨领域合作,加速科技成果向市场转化。 与此同时,建
立技术转化和成果应用率评估机制,确保科技创新成果落实。 针对绿色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向绿

色化方向发展,提供税收优惠,引导企业增加环保投入。 建立绿色技术示范基地,为企业提供绿色

技术示范应用和培训基地,对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企业进行处罚。 针对数字生产力,举办数字技术展

览会、研讨会和工作会,推动共享数字化转型经验和资源。 投资数据中心、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战

略新兴企业,构建稳定可靠的数字设施基础保障体系。
第二,针对地区产业结构异质性,有的放矢推进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改革。 立足现有产业,着眼

未来发展,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基础上,根据技术创新方向布局未来产业,调整产业朝科技突

破前沿领域改革。 加快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加强企业绿色生产和节能减排,推动

新技术、新模式应用,鼓励企业端形成高技术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上下游产业链。 促进教育链、人才

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所需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基础学科与前沿学科教育质

量,鼓励支持创新型人才培养。
第三,政策实施环节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引导和企业模范带头作用。 节能环保、绿色可持续发展

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必经之路,以绿色技术驱动产业发展,走资源节约、生态友好的发展之路。 做好

新质生产力支撑的制度环境保障,进一步发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赋能的制度优势,加快布

局新兴智能产业和环保产业。 加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协调联动,推动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数

据资源共享和流通,激发数据资源创新价值,促进数据驱动的产业升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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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forms
 

is
 

essentially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roductivity
 

from
 

low
 

quality
 

to
 

high
 

quali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ivity
 

level
 

i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tarts
 

with
 

new  
 

focuses
 

on
 

quality  
 

and
 

takes
 

productivity 
 

as
 

the
 

foothold.
 

The
 

focus
 

of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on
 

new
 

technology 
 

new
 

industries 
 

and
 

new
 

elements.
 

As
 

a
 

strategic
 

production
 

factor
 

in
 

the
 

digital
 

age 
 

data
 

elements
 

are
 

the
 

key
 

to
 

achieving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in
 

enterprises.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zone
 

for
 

big
 

data
 

is
 

deeply
 

cultivating
 

the
 

blue
 

ocean
 

of
 

data 
 

cultivating
 

the
 

big
 

data
 

industry 
 

and
 

unleashing
 

strong
 

productivity
 

efficiency.
 

Exploring
 

the
 

practical
 

path
 

of
 

big
 

data
 

pilot
 

zone
 

relying
 

on
 

data
 

elements
 

to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economic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ealize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combs
 

the
 

existing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troduces
 

data
 

elements 
 

and
 

clarifi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enabl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big
 

data
 

comprehensive
 

pilot
 

area.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30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1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dicator
 

system
 

at
 

the
 

urban
 

level
 

in
 

three
 

dimension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ductivity 
 

green
 

productivity 
 

and
 

digital
 

productivity 
 

treats
 

the
 

pilot
 

policy
 

of
 

the
 

national
 

big
 

data
 

comprehensive
 

pilot
 

area
 

as
 

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builds
 

a
 

multi
 

period
 

double
 

difference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effect
 

of
 

pilot
 

policies 
 

and
 

depicts
 

the
 

heterogeneity
 

of
 

pilot
 

policy
 

effect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The
 

research
 

results
 

find
 

that 
 

1 
 

the
 

national
 

level
 

big
 

data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zone
 

significantly
 

empowers
 

the
 

improve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under
 

various
 

robustness
 

tests.
 

2  
 

Dimens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pilot
 

policies
 

have
 

significant
 

empowerment
 

in
 

three
 

dimensions 
 

technological
 

productivity 
 

green
 

productivity 
 

and
 

digital
 

productivity.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policy
 

empowerment
 

effects
 

are
 

more
 

pronounced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and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region.
 

The
 

analysis
 

of
 

heterogeneity
 

in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shows
 

that
 

the
 

urban
 

policy
 

empowerment
 

effect
 

of
 

high-
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human
 

capital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s
 

prominent.
 

3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pilot
 

policies
 

incentivize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vestment 
 

thereby
 

empow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i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optimize
 

pilot
 

policy
 

driven
 

data
 

element
 

channels
 

based
 

on
 

the
 

sub
 

dimens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arget
 

promotion
 

of
 

the
 

reform
 

of
 

big
 

data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in
 

response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fully
 

leverage
 

the
 

guidance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exemplary
 

role
 

of
 

enterprise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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